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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短缺、治理能力薄弱及技术积累不

足等结构性困境，严重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十年来，在全球南

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聚焦融资、治理与技术三大结构性维度，推动了受援国的基础设施体

系发生变革。事实证明，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球南方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中，已由单一资金供给转向结构性参与，初步推动了其在融资、治理与技术三大

维度的结构性变革，同时，由于受到制度兼容性、市场基础和治理能力的限制，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经验的可复制性更多体现在机制层面，而非模式层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

实践不仅为受援国提供了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能力，还为全球发展合作机制的结构性调整提供

了支撑，并推动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持续向好，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关键词］亚投行  全球南方  基础设施  结构性演进

［中图分类号］K27；F8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25）06-0012-13

随着地缘博弈加剧和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多极化演进的

重要变量。多数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南方国家涵盖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群

体，具有共同强烈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的政治诉

求。① 然而，由于历史经验、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地缘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全球南方

国家难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形成稳定有效的规则表达与协调能力，B 其群体性崛起长

期以来受到理论、制度、发展等维度的制约，具体表现为：发展动力不足、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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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全球南方”热潮的缘起与影响》，《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2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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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话语权的劣势地位、对外部资本与技术的高度依赖等。其

中，内生动力不足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受限的关键。①

2016 年 12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国际

研讨会”的贺信中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多年来，中国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保障了人民发展权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

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着力推进包容性发展，努力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

民共享发展成果创造条件和机会”。B 基础设施建设同国家发展的密切关联亦是发展经

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例如，有学者将基础设施界定为涵盖交通运

输、能源供给、通信系统、教育与卫生服务及秩序井然的政府体制等在内的复合系

统。③ 基础设施能以拉动需求、资本积累等方式提供经济增长所需的物质条件，其准公

共物品的特征为生产活动提供基础保障，成为一个国家发展能力跃升的重要场域。由

此，基础设施的滞后也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释放形成制约。长期以来，全球南方

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高度依赖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援助机制，其援助规则多体现

西方发展理念，遵循“融资—建设—交付”的外部主导型援助范式，基础设施建设被

简化为单向的资源流动，难以培育受援国的自主技术能力，无法回应其发展关切。面

对上述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主动承担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试图通过

建立新机制填补资金缺口，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应运而生。亚

投行的发展历程生动体现了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2013 年 10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2014 年 10 月，21 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

北京签署《亚投行筹建政府间框架备忘录》；2015 年 12 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协定》正式生效。10 年来，亚投行成员国由 57 个增至 110 个（截至 2025 年 7 月），

项目涵盖交通、电力、城市发展、数字连通性等领域，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累计投入基础设施资金超过 2000 亿美元。④

作为以亚洲新兴经济体为推动力量设立、多边共建的新型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

亚投行试图构建能回应受援国发展诉求的基础设施援助模式，实现与传统多边开发银

行援助范式的互补：在宏观目标上，旨在通过对区域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

资，弥合新型基础设施的融资赤字，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增长；在治理架构

上，尽管由中国政府主导倡议发起，但亚投行在成员构成、治理规则、运作机制等方

①  参见刘洋等：《“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10 期。

B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03—104 页。

③  参见 Douglas Greenwald (e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2。

④  参见《树立国际多边合作新典范》，《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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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强调多边主义与制度中立，主张无附加政治条件、共识导向与发展优先，展现区别

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包容性。此外，亚投行在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 ①、绿色和数字

技术推广等方面的实践，推动受援国的基础设施体系由分散走向系统，助力其发展由

对外部资源依赖转向内生能力建设。总体而言，亚投行正在践行由单一的“资金供给

者”向受援国基础设施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者”角色转变，其成立与成长为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了可借鉴的制度路径。2025 年正值亚投行成立十周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聚焦两大问题：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

的结构性困境具体表现为何？二是亚投行十年发展过程中如何以实践路径推动全球南

方国家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变革？通过构建“问题识别—机制阐释—案例分析”的研究

框架，本文力图衔接理论分析与案例观察，回应上述问题，并从亚投行的发展经验中

提炼可复制和推广的制度性经验。

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

“要想富，先修路”揭示了基础设施对于发展的基础性地位。长期以来，全球南

方国家的发展受到制约，在基础设施领域表现为资源稀缺、治理能力不足、技术滞后

等结构性困境。

（一）融资的外部约束

在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本地资本市场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加之财政

空间有限，难以支撑长期、高强度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资金缺口依靠多边开发银

行、双边援助机制、商业贷款等外部资金弥合，B 长期的外部融资依赖表现出三方面问

题：其一，融资成本高且波动性强。自 2022 年以来，许多低收入国家向债权人支付

的资金已超过其实际获得的资金，净融资流出现象持续，凸显了外部融资的高成本和

脆弱性特征。③ 其二，外部融资模式易诱发债务依赖风险。为满足基础设施扩张的短期

目标，部分国家被迫接受高成本、短周期的融资工具，自身债务负担持续加重。联合

①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Management Framework”, https://www.aiib.org/en/projects/details/2023/_
download/Indonesia/Environmental-and-Social-Management-Framework-ESMF.pdf，2025 年 8 月 20 日。

本文关于亚投行的相关政策、数据等均出自其官方网站，以下不再一一标注。

B  “Supporting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Developing Their Local Capital 

Markets”,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supporting-emerging-markets-and-developing-

economies-in-developing-their-local-capital-markets_4456de62-en/full-report.html，2025 年 8 月 20

日。

③  Diwan I., Harnoys-Vannier B, “The Collapse of External Fin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https://
findevlab.org/the-collapse-of-external-finance-to-developing-countries/，202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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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在报告《债务的世界：全球繁荣的负担日益加重》中指出，2022

年全球陷入严重债务困境的 52 个国家中，全球南方国家的占比高达 40%，债务压力

是制约其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① 其三，受援国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约束及其参与失衡。

传统基础设施融资体系下，外部援助机构多以技术和资本的输出为导向（甚至包含西

方意识形态的输出），受援国的本地资本受制于有限的市场规模和较差的风险承担能

力，对项目的参与程度不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在项目决策中也处于边缘地位。总

之，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融资困境并不仅在于融资缺口，更源于融

资机制的外部约束和受援国的参与失衡。亚投行的实践并不在于改变受援国基础设施

项目的融资依赖，而在于破除融资的外部约束条件、改善风险分担和项目治理机制。

（二）治理能力薄弱

基础设施项目通常涉及跨部门、跨区域、多层级的复杂协调，对于治理能力有

较高的要求，尤其在项目执行管理和问责机制方面更是如此。B 而治理能力薄弱是许多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严重阻碍其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展以及公平、效率目标

的实现。③ 其具体涉及以下内容：一是协同机制的缺位。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评估、

招投标、合同管理、环境与社会影响评估等项目执行的关键环节，经常由于协同机制

的缺位而出现断层。④ 二是问责机制的缺失。由于缺少监督和奖惩机制等方面的有效约

束，项目管理层通常选择回避应承担的责任，因此，项目的实际绩效和资金的使用效

率难以保障，易导致资源浪费和风险积累。三是外生治理规则的本地适配性不足。以

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际融资机构，通常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援助规则中适当引

入标准化的外部治理规则和环境社会保障框架，确保项目符合国际标准，但这些外生

规则往往忽视了受援国的制度与文化，导致适应失败，甚至成为项目开展的障碍。⑤

（三）技术培育与本土适应性不足

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中，技术通常以外部输入为主，对于技术的本土适

①  “A World of Debt: A Growing Burden to Global Prosperity”,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

document/osgttinf2024d1_en.pdf，2025 年 8 月 20 日。

B  参见刘珺如等：《粤港澳大湾区跨区域基础设施协调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基于港珠澳大

桥和欧盟 TEN-T 项目的比较》，《公共行政评论》2020 年第 2 期。Marshall Tim,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ajor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The Reforms of the Trans-European Networks Programm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patial Planning”,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22, No.7, 2014, pp.1484-1506.

③  Grindle M.S., “Good Enough Governance: Poverty Reduction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ance, Vol.17, No.4, 2004, pp.525-548.

④  参见 Kenny C.,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Corruption: Where Nex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07。

⑤  Pritchett L., Woolcock, M., “Solutions When the Solution Is the Problem: Arraying the Disarray in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32, No.2, 2004, pp.191-212.



· 16 ·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5 年第 6 期

应性和自主技术培育有所忽视，这不仅影响项目质量，而且还进一步对受援国的技术

跃迁和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其具体问题包括：其一，本地技术积累不足。国际

技术转移常以标准化模块的进出口形式进行，且集中在硬件层面 ①，许多项目的规划设

计、施工、运行维护等环节严重依赖进口设备和外来技术，尽管持续引进外来技术能

够满足短期内的建设需求，但技术转移的实质性不足 B，这导致本地技术体系长期处于

空心化状态，加之引入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标准基于发达国家，未能与受援国的气候、

基础设施条件、管理体制等充分适配，导致应用过程中故障频发。其二，绿色和数字

技术鸿沟难以弥合。由于缺乏技术、设施、人才等软硬件支撑，全球南方国家的技术

吸纳能力有限 ③，技术鸿沟难以弥合，如印度和加纳的智慧城市项目中，传感器、数据

管理平台、云计算架构等硬件和相应技术极为匮乏，负责智能运维、网络安全系统等

方面的人才储备不足 ④，项目长期依赖境外托管区域数据中心和云服务，不仅需要高额

的国际互联网接入与维护成本，也意味着本地技术能力和数据控制权均受制于外，难

以实现技术自主发展。其三，技术依附与低附加值路径的锁定。根据依附理论，发展

中国家常被困于“资源出口—技术进口—低附加值”的循环中，仅参与施工与组装环

节，核心专利与标准由外部主导，技术嵌入不足，在国际技术生态中处于边缘地位。⑤

尽管近年来“南南合作”有所升温，但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领域亦存在上述

的技术依附问题，由于本地技术基础薄弱、缺乏可复制方案，“引进—落后—再引进”

的路径短期内仍难以破除 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数字化

和绿色升级，限制了其在标准制定和制度安排中的话语权。

总之，通过上述融资、治理、技术结构的三重维度阐释，可以发现全球南方国

①  参见郁培丽等：《技术转移价值创造研究综述与展望》，《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 年第 6 期。

“Global Review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Funds”, https://ppp.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6/PIF_
Global_Review-Vol_II_Interactive-IADB.pdf，2025 年 8 月 20 日。

B  Ernst D.,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Bulletin of Peace Proposals, Vol.10, No.2, 1979；Srinivas K.R., Technology Assessment in 
a Globalized World: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ransnational Technology Governanc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3.

③  Omar R., Takim, R., Nawawi, A. H., “Import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hroug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TT) Projects in Construction: Synthesis of ITT Projects Models”, in Proceedings: CIB 
W065/055 Joi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onstruction, 2008.

④  Tan S.Y., Taeihagh, A., “Smart City Gover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Sustainability, Vol.12, No.3, 2020, p.899.

⑤  Ahiakpor J.C.W.,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Dependency Theory: The Experience of Gha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9, No.3, 1985, pp.535-552.

⑥  Raslan R.A.A.,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North–South Debate?”,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Vol.11, No.3, 2021, pp.33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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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这三个方面所存在的困境，而这也正是亚投行所着重应对的地方。

亚投行推动全球南方基础设施的结构性变革

针对上述问题，亚投行搭建起区别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合作机制，推动

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发生了结构性变革。

（一）融资结构优化

在传统外部融资机制主导下，受援国普遍面临着较高的融资成本、较高的债务

累积风险以及较低的本地资本参与度等结构性约束，其所获资金难以匹配其现实需求

和发展节奏。在此背景下，亚投行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融资规则设定和相应的机制创

新，不仅在数量层面补充了可调用资金，而且通过构建以需求为优先导向的多元化融

资机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提供具备在地适配性的融资框架。在融资机

制创新方面，亚投行积极拓宽融资平台与渠道，以灵活、务实的融资机制（如联合融

资、混合融资等）满足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的资金结构与风险分担方式。2016 年

4 月，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签署首份联合融资框架协议，涵盖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领

域，通过资金与经验共享机制提升融资与项目执行效率。此后，亚投行持续开展与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合作，推动联合融资安排，增强与传统多边开发

银行的协同效应。同时，亚投行还积极引导非传统资本和本地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

投融资过程，拓宽资本来源、提升本地金融体系的承载力。例如，亚投行于 2021 年

与新加坡 Clifford Capital 合作设立亚洲首个基础设施证券化平台 Bayfront Infrastructure 

Capital，并追加 6000 万美元投资该平台发行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有效增强了

基础设施资产的流动性。在需求优先导向方面，区别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常附带的政

治性条件，亚投行反对贷款援助附加政治性条款，其贷款政策注重简化程序，强调以

受援国发展目标和需求匹配的融资逻辑。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依据国民

总收入或债务水平设置“毕业门槛”不同，① 亚投行并未以量化的标准限制成员的贷款

资格，而将“是否继续申请贷款”的决定权交由成员国自主判断，以回应全球南方国

家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发展赤字问题。可见，亚投行对于需求导向的融资规则设定和相

应的机制创新，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结构的实质性重构。

（二）治理结构重塑

为应对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管理碎片化、问责机

制缺失、规则的本土适配性不足等问题，亚投行致力于通过整合项目的执行环节、强

①  参见任琳等：《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比较》，《国际展望》202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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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责机制、提升规则的本土化适应，助力受援国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建设。其具体举

措包括：一方面，所援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除了需要遵循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外，还需

在项目初期明确减排目标、供水覆盖率、环境监测等关键指标，配合周期性审查与报

告制度，实现全过程监督。另一方面，设立的“项目级申诉解决”机制，不仅覆盖环

境与社会保障框架的评估环节，还对项目执行的程序透明度、性别敏感性、文化适应

度、公众反馈度等方面提出要求，从制度层面强化了项目的责任约束与治理绩效。针

对外生规则的本地适应性不足问题，亚投行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强调与受援国的共建共

治与协商机制，避免“一刀切”的规则移植现象。在规则设计层面，通过多语言信息

披露、社区听证、受益者参与等机制，确保外生规则对当地的制度、文化、风俗习惯

的兼容，同时还在规则中纳入性别平等、弱势群体包容等内容，以强化治理的社会基

础和可持续性。在项目执行机构层面，亚投行提供与环境适配的设备支持和现场技术

援助，派驻管理等方面的专职人员，协助受援国在环境与社会保障框架评估、合同履

约与监督等方面专业能力的塑造，推动外生规则的本土化适应。总之，亚投行推动受

援国基础设施治理结构重塑的核心在于，通过相应规则的制定，与受援国协同推动基

础设施项目治理机制从外生规则输入向本土治理能力提升的转变。

（三）技术结构强化

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着诸多技术层面的困境，亚投行明确将

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作为核心使命。特别是 2021 年全球公共

卫生危机爆发以来，亚投行将其投资业务拓展至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并基于“面向未

来的基础设施”发展框架，确立“面向技术的基础设施”为重点投资方向之一。一是

外来技术的当地适应性问题。这是全球南方基础设施技术有效引进和可持续应用的长

期制约之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大量引进欧美绿色设备及技术在高温、

高湿、沙尘等复杂自然环境中故障率显著偏高，凸显了外来技术在地适应性改造的现

实需求。① 对此，亚投行强调技术引入初期对本地环境和运维条件的融合。例如，亚投

行于 2024 年与全球适应中心达成合作协议，围绕水利、交通、能源等领域开展项目

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建设，将气候风险评估和发展韧性纳入重点项目内容，从而成为推

动技术在地适应性的重要路径之一。二是绿色与数字技术领域的鸿沟问题。亚投行将

“科技赋能基础设施”确立为自身核心发展目标，致力于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覆盖与

相关知识体系的建设，以弥合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技术鸿沟。例如，在巴西担任二十

国集团主席国期间，亚投行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在数据治理、网络安全、跨境数据流通

等方面技术能力建设，旨在增强其数字主权与监管能力，构建更公平、包容、可持续

①  参见曹莉萍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标准和法律政策相关研究与展望》，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2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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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治理体系。三是技术依附与低附加值路径锁定。亚投行注重培育

受援国本地技术生态及其对全球技术价值链的嵌入能力，支持构建以“研发—应用—

标准”为核心的本地技术能力建设，提升区域在技术自主创新与标准制定方面的能力。

总之，亚投行通过融资、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努力，以推动全球南方基础设施

的结构性变革。这些努力在一些典型案例中也得到了充分彰显，体现了亚投行在全球

治理与人类发展等方面的责任担当。

典型案例及其重要经验

在亚投行支持的项目中，以下三个较为典型，并在其推进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

验，为此后类似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三个典型案例

1. 融资结构主导 

印度国家投资与基础设施基金（NIIF）是印度政府主导设立的、以商业化股权

投资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发展的主权锚定投资平台，致力于投资印度的基建平台及具有

高成长潜力的基建公司，并帮助地方基建项目吸引公共养老基金、捐赠和保险公司等

全球长线投资者出资，支持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别于单一项目贷款，NIIF 采用

“母基金—子基金—项目公司”多层嵌套的融资结构，通过平台化运作与股权投资方

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2017 年 6 月 15 日，亚投行批准总额约 3.24 亿

美元的 3 个新项目，其中就包括向 NIIF 提供 1.5 亿美元的股权投资，这同时也是亚

投行首个股权投资项目。亚投行所提供的投资额占 NIIF 计划融资总额 7.5 亿美元的

20%。①

在该项目中，亚投行通过以下方式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的融资结构困

境：一是有限股权参与下的融资机制创新。尽管不是主要出资方，但亚投行通过非主

权股权出资方式参与项目融资，具有结构性参与的意义。这不仅缓解了对政府信用的

过度依赖，也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作为母基金的锚定投资者，亚投行的

加入有助于强化基金治理的规范化，使项目收益、绩效评估与退出机制更加透明，同

时，其对环境与社会政策、信息披露、问责体系等制度要求也有利于保证基金在项目

筛选、投资决策、退出机制等方面与国际标准接轨。二是信誉外溢机制下示范效应和

资本杠杆的形成。亚投行的参与虽非主导，但其股权承诺能有效增强基金的信用评

级，其参与本身构成了项目吸引外部资本的重要认证，通过信号效应和信誉外溢机

①　《亚投行宣布首个股权投资项目》，《人民日报》2017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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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他国际长期资本（如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及保险资金）的

参与信心。这一示范效应撬动了远超自身额度的外部融资，显著提高了该项目的资本

使用效率。① 三是发展导向与市场化定位的协同作用。NIIF 投资领域聚焦具备稳定现

金流与增长潜力的基础设施平台，兼顾发展与市场回报的双重目标。亚投行通过在项

目中嵌入治理标准与环境社会政策等方式，将可持续金融原则纳入基金治理体系，在

不改变 NIIF 自主运作逻辑的前提下，提升了项目遴选、环境审查及责任约束的规范

化水平。

总之，亚投行的这种投资模式，展示了多边开发机构在全球南方国家融资体系

重塑中的新功能，即以有限的资本输入带动广泛的融资结构变革。如此，亚投行成为

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向多元化、协同化方向演进的关键驱动者之一。

2. 治理结构主导 

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供水和卫生系统建设（BRWSSP）项目是亚投行在乌兹

别克斯坦发起的首个水务主权贷款项目，是其在中亚地区探索基础设施治理结构转型

的重要起点。该项目于 2020 年获批 3.85 亿美元主权贷款，2022 年追加 2.484 亿美元

融资。该项目覆盖布哈拉地区的多个区域，向受援国提出供水覆盖率（54%）和污水

处理服务覆盖率（34%）的绩效目标。

在该项目中，亚投行通过以下方式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的治理结构困

境：在改善项目执行中的管理碎片化问题方面，亚投行推动乌兹别克斯坦住房与公用

事业委员会设立跨部门项目协调小组和执行机构，通过整合工程、环境与社会、财务

管理等部门，实现项目招投标、保障文件执行、财务核拨等职能的统一执行，并为协

调小组调配具有多边开发银行项目背景的专业团队，以两地派驻的方式提供指导，强

化项目执行的连续性。在确保项目执行过程中问责机制的运行方面，亚投行要求将供

水覆盖率、水质合格率、泄漏率、运营成本回收率等绩效指标写入项目融资协议和承

包合同条款，并纳入季度执行监测和年度绩效审计。同时，项目还建立了多层级的监

督与反馈机制，设立了涵盖公众、水务工人等的两级申诉机制，形成了广覆盖、可追

责、可响应的申诉体系。在外生管理规则的本土适配性问题方面，亚投行与受援国签

订了专项技术援助协议，为其地方水务机构提供环境社会影响评估、合同监督、水质

监测等方面的定期培训和驻场指导，以弥合外来规则和本土执行能力的差异。同时，

还选择导入节能型的施工技术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控制技术，邀请地方政府、水务用

户、妇女组织等举行公众咨询、社区听证等，既要求确保规则设计契合当地情境和行

政惯例，同时也要求确保项目的广泛接受度。

总之，该项目展现了亚投行在提供融资支持之外，如何积极推动受援国基础设

①  参见王玉柱：《主权基金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基建融资》，《开放导报》201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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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的治理结构变革。

3. 技术结构主导 

印度尼西亚通信与信息部于 2018 年启动高通量通信卫星（SATRIA）项目，总投

资为 4.35 亿美元，亚投行于 2020 年 9 月批准对该项目 1.5 亿美元的长期贷款，采用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投资运营的融资模式，由印度尼西亚卫星运营

商努山塔拉太平洋卫星公司牵头，组建项目公司负责运营。在 SATRIA 项目中，亚投

行主要通过技术绩效挂钩机制、强化印度尼西亚本地企业能力培育、减少技术的外部

依赖等实践路径设计，为项目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撑，助力推动受援国

基础设施项目的技术结构变革。

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目自身在设计阶段就明确了弥合数字技术鸿沟、提升偏远

地区基础通信能力、支持远程教育与公共服务等目标，因此，亚投行对该项目的参与

和支持并未改变项目既定目标，而是进一步为目标实现提供了外部推动力和保障。例

如，在本地技术能力构建方面，区别于短期技术转移，亚投行在融资协议中明确设定

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本地参与比例、自主运维能力等关键指标，强调知识积累与技术转

移的重要性，推动印度尼西亚在高通量卫星独立运行上的技术和制度双重维度的提

升。又如，在减少技术依附方面，该项目通过国际技术力量向本地企业有条件地释放

关键知识产权与操作经验，推动本土企业在技术层面实现由单方面配合到主导的转

变。在这一过程中，亚投行通过明确本土企业在项目全过程中的主导权、参与技术方

案制定、供应链协调和服务交付，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为本土企业在全球通

信价值链中的实质性能力积累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该项目展现了亚投行如何通过项目平台推动受援国的本地技术能力培育

和技术生态建设，一定程度体现了亚投行对受援国基础设施的技术结构重塑。

（二）比较分析与经验总结

亚投行自成立以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经验，推动了工作机制的完善。

1. 从外部资金供给者到结构变革推动者的转变 

对上述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亚投行推动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的

结构性变革，经历了从融资模式创新到治理本地化、再到技术共建的渐进演变，体现

出其由外部资金供给者向制度的结构性参与者的角色转型。例如，在融资结构变革方

面，其早期项目 NIIF 主要通过混合融资与锚定投资，以股权参与的方式取代传统主

权贷款的模式，参与受援国对于自身多层级、多主体融资生态的形成过程，其核心目

标在于弱化单一主权信用依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这标志着亚投

行的融资模式从开发性金融向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转变已初步实现。又如，在治理结构

变革方面，在 BRWSSP 项目中，亚投行强化了项目执行各环节的治理协同性与管理

规则的本地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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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十年实践中，通

过经验的探索、形成与迭代逐步演进的结果。其核心特征在于实现了援助逻辑的三重

转型：从资金供给型援助转向结构性参与型合作，从外生规则移植转向规则共建共

管，从技术依附转向知识协同与自主培育，形成以去中心化、强化主体性和协同合作

为特征的参与逻辑。这是亚投行自身在全球多边开发体系中的角色变迁以及对传统多

边开发银行援助逻辑的超越，也能够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突破自身基础设施建设在融

资、治理与技术维度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制度创新的实

践样本。

2. 从结构性参与到制度扩散的转变 

亚投行模式是否能在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复制，取决于三个重要条件，即制度

兼容性、市场基础和治理能力。首先，制度兼容性是可复制性的首要前提。亚投行模

式的核心之一在于多边协同与非附加条件原则，其成功依赖于成员国对“共商共建共

享”① 理念的认同。对于政治结构分散、跨部门协调能力有限的国家，复制该模式需

要配套的制度培训与项目管理体系建设，以确保规则执行与治理协同。其次，市场基

础决定了融资机制复制的可行性。亚投行的混合融资模式依托于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

与金融中介体系。如果本地市场发育过于落后，社会资本动员与风险分担机制将受到

极大约束，难以实现“以小撬大”（即以有限公共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效果。因此，

培育长期资本、完善风险缓释机制并推动项目债券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至关重

要。最后，治理能力与技术能力的互动是模式复制的内在条件。亚投行的实践经验表

明，融资、治理与技术须形成良性闭环，若治理能力不足，融资效率难以保障；若缺

乏技术吸收能力，项目可持续性亦将受限。

可见，亚投行模式的复制并非规则和制度的直接移植，而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发

展阶段和政治环境因地制宜地嵌入。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嵌入并不意味着亚投行模

式的普遍适用，其可复制性还受制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发展阶段。因此，亚投行

经验的可复制性更多体现在机制层面的启示，而非模式层面的移植。其核心价值在于

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种以结构性变革为导向的制度创新路径——通过融资、治理与

技术的协同推进，实现从外部支持到内生发展的转化。这种路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受

援国能否在制度学习、市场培育与能力建设中形成自身的内生动力。

3. 从结构性实践到制度创新的转变 

长期以来，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的“中心—外围”格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

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

球治理理念。”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222 页。亚投行的成功实践就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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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银行长期在国际金融秩序中处于主导地位。亚投行的运作模式在实践中对现行

国际金融秩序产生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首先是权力结构的再分配。亚投行强化了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其治理结构兼具权重分配与共识机制，突破

了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中“股权即权力”的逻辑，使国际金融秩序呈现由单极向多极转

变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和核心成员国，国际金融影响力有

所提升，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发展治理中提供了制度性表达的平台。其次是发展理念

的重构。与西方主导的条件性援助逻辑形成对比，亚投行倡导基础设施优先、需求导

向、绿色与数字融合等理念，推动国际援助范式从传统的外生条件化向赋能型和结构

性参与转变，这不仅有助于优化受援国的发展路径，也为多边金融机构提供了可借鉴

的实践示范。最后是制度规范的竞争与融合。可以看到，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的环境与

社会保障框架 ① 既存在趋同，也有差异，其规则内容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使亚投行成

为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和规范竞争的重要力量。即“于竞争中的共存”的情境

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制度多元化发展，同时促使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反思其治理模式和援

助条件，形成更具弹性和适应性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综上，亚投行十年的实践不仅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推动基础设施项目在融资、

治理、技术等层面结构性变革的范式，也在宏观层面为推动国际金融秩序的去中心化

重构以及全球发展治理的多元共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亚投行的发展经验也为中国的

国际金融发展提供了参考，即通过制度创新与多边合作，中国能够在国际发展治理中

以规则共建、能力赋能为导向，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促进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为全球治

理做出更多贡献。

结论与展望

亚投行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已显著超越传统的资金供

给方，初步展现了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结构性变革的推动作

用。在融资结构层面，亚投行通过需求导向的融资规则设计及相应的机制创新，推动

了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融资体系的结构性重构；在治理结构层面，亚投行致力于通

过整合项目的执行环节、强化问责机制、提升规则的本土化适应，助力受援国基础设

施治理能力的建设；在技术结构层面，亚投行通过制度安排、技术协同等维度促进技

术的在地适应性、本土技术能力建设和生态培育，助力其构建更加可持续的基础设施

①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Framework”, 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jects-operations/
environmental-and-social-framework, 2025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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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体系。

通过对上述案例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亚投行十年实践表明，其在全球南方国

家基础设施领域的角色已由单一的资金供给者转向结构性参与者，涵盖融资、治理和

技术三大维度。在融资上，通过混合融资和股权参与机制推动融资结构从政府主导向

市场协同演进，实现“以小撬大”的效应；在治理上，通过整合项目执行、强化问责

和本土化规则适配，提高受援国治理能力；在技术上，通过知识转移和制度安排建设

本地技术能力，减少对外部依赖，推动技术内生化。亚投行实践不仅为受援国提供了

可持续基础设施能力，也推动了国际金融体系权力多极化、发展理念多样化和制度规

范创新。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作为成立仅十年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仍处于发

展初期，面临着成员国制度环境差异大、项目风险高、技术标准多样化等挑战，如何

平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与高标准要求、协调私人资本的引入和公共责任的分

担、结合在地差异和国际规范建立有效的技术评估体系，这些问题仍需要持续探索和

完善。

展望未来，亚投行应聚焦项目的区域布局拓展和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注重规则

标准的完善和受援国能力的建设提升，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及

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引领作用。在区域布局拓展方面，应加大对非洲、拉丁美洲等

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绿色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和气候韧性领域，推动全球南

方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和本土技术体系的构建；在多边合作层面，应进一步加强与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联盟等多边机构的协调合作，促进跨组织、跨区域的项目

共建和联合融资，避免资源的重复配置；在能力建设方面，可以通过知识共享平台、

政策咨询和人才培养等举措，支持成员国提升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增强全球南方国家

的发展自主权和制度自洽性，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发展合作新型引擎的地位。

［责任编辑：易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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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New Ideas, Perspectives and 

These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Xin Xiangyang（ 4 ）

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ersonally led, planned, 

and advanced the work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By scientifically summar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profoundly grasping the laws governing reforms, he has creatively proposed a series 

of new ideas, perspectives and theses using Marxist positions, viewpoints, and methodologies. These 

contributions explicitly address critical questions of why comprehensive reform must be deepened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advance the reform, forming the most abundant, dynamic, and innovative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oroughly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se new ideas, perspectives and theses on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dhering 

to and applying the underlying positions and methodologies they embody, deeply comprehe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both Comrade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main committed to upholding Comrade Xi Jinping’s core 

position 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in the Party as a whole an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and its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It’s of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mportance for 

propelling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broad prospects of the 

great cau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new era,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new ideas, new perspectives, new these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in Its First Decad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Financing,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for Infrastruc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Zhang Ping, Li Pei & Luo Jiayu（12）

Abstract: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generally face structur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financing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eak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limited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which severely hinder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has focused on three structural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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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 within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driving transformative changes in the infrastructure system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s a 

new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 AIIB has shifted from a mere supplier of funds to a structural 

participant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South countries. This shift has initiate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financing,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Nevertheless, due to 

limitations in institutional compatibility, market foundation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eplicability 

of AIIB’s experience is more evident at the mechanism level rather than the model level. The practices 

of AIIB have not only provided recipient countries with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capabilities but also 

supported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of glob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echanisms, further promot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is reflects China’s commitment as a 

responsible major power.

Keyword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he Global South, infrastructure, structural 

evolu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Practices,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Xiao Feng & Wu Jiali（25）

Abstract: Fundamentally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has profoundly engaged in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Innovating through continuity and advancing through inheritance, ICH has steadily progressed 

within the overarching framework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phases of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and quality enhancement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t has entered 

a stable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milestones: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diplomatic philosophy dissemination platforms, elev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China’s voice in international ICH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achieving breakthroughs in global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and cultural mutual learning. 

Concurrently, ICH integration with China’s diplomacy exhibits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participatory logic, it is grounded in cultural traditions of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mong nation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it adopts a government-led, multi-

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model;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it prioritizes exhibitions, ceremonial gifting, 

and educational training; in terms of categorical focus,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dominates; and in terms 

of directionality, it aligns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n the 

future, by establishing a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for the involvement of ICH in diplomatic initiatives,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for ICH participation in diplomacy, and optimizing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for ICH in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a new paradigm of ICH-engaged 

diplomacy will emerge-one that contributes to shaping a new landscape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